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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讨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 并在全面

识别数字产品的基础上, 考虑 “进口来源国数字经济” 综合构造数字产品进口指

标, 继而匹配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数据对相关命题进行实证检

验。 研究发 现: (1) 数 字产品进口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2) 进一步地, 数字产品进口主要通过 “提升企业生产率” 和 “促进出口产品多

样化” 两种渠道提升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3) 区分地区、 行业、 企业和产品

异质性后发现, 该作用效果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 劳动密集型和竞争程度

低的行业、 本土企业和创新水平高的企业, 数字资本品的进口中更为显著。 本文从

经验上证明了 “以进口强出口” 的发展模式仍然合理, 对新时期评估中国 “数字

贸易” 政策的经济效益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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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大数据、 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加持下, 数字贸易已然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

复苏的重要引擎。 2020 年中共中央 “十四五” 规划纲要强调要加快数字化发展,
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 同年, 国务院在 《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中再次强调要支持企业不断提升贸易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能力。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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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会议 (UNCTAD) 数据统计, 2020 年,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体量 (数字交付服

务) 规模高达 31675. 87 亿美元, 占同期服务贸易体量规模比重为 63. 55%, 2005—
2020 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 6. 68%, 远高于同期服务贸易体量年均 4. 21%的增速。
2019 年, 全球数字货物贸易 (以有形的 ICT 产品来衡量) 进口规模为 24604. 35 亿

美元, 占同期货物贸易进口规模比重 13. 36%, 2000—2019 年间年均增长率为

4. 69%, 庞大的数字贸易进口规模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与传统产业出口升级的双重驱动下, 企业成为数字化浪潮

的主力军。 虽然借助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两头在外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

业创造的 “出口奇迹” 引起了世界关注, 但 “大进大出” 模式带来的低端锁定效

应和比较优势陷阱, 使得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有着技术水平低、 出口竞争力弱的鲜明

特征。 为此, 2020 年中共中央 “十四五” 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力度, 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 同年, 国务院在 《关于推进对外贸易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高技术产品贸易, 加快培育贸易竞

争新优势。
事实上, 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衡量一国出口升级的重要标尺, 数字贸易的迅猛

发展必将对其带来新的影响。 工业机器人、 芯片等数字产品进口不仅能优化资源配

置和提升企业运营水平进而促进生产率提升, 而高生产率带给企业充裕的盈利资金

使其有能力支付研发和出口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过程中的成本; 另一方面, 数字要素

投入也使得企业在原有产品种类的基础上增加生产和出口产品种类, 进而帮助企业

有效抵御国际市场需求波动等不利的外部冲击, 使其专注于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生

产和出口。 因此, 本文认为, 数字产品进口可能是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键因

素。 然而, 现有关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环境, 如要素市场

扭曲 (戴魁早, 2018) [1] 、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 (余泳泽等, 2019) [2] 、 人力资本

(毛其淋, 2019) [3] 、 集聚经济 (周沂和贺灿飞, 2018) [4] , 或集中于国际环境, 如

产品内分工 (戴翔和金碚, 2014) [5] 、 外商直接投资 ( Eck
 

and
 

Huber, 2016) [6] 、
进口贸易自由化 (盛斌和毛其淋, 2017) [7] , 鲜少考虑数字产品进口的可能影响。

虽有研究实证发现数字技术能促进出口升级, 但主要立足 “数字经济”, 基于

国别或省份维度开展研究 (Nath 和 Liu, 2017[8] ; 卓乘风和邓峰, 2019) [9] , 或基

于企业维度, 以互联网化切入 ( Yadav, 2014[10] ; Paunov 和 Rollo, 2016[11] ; 卢福

财和金环, 2020[12] ; 沈国兵和袁征宇, 2020[13] )。 上述两类研究对数字经济催生

的数字贸易关注不够。 而当前围绕数字贸易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贸易的定义

及其规则制定。 数字贸易的定义方面, 早期研究认为数字贸易是指基于互联网传输

的无形产品或服务, 如电影视频类、 音乐音频类、 游戏类、 电子图书类、 社交媒体

软件类、 搜索引擎类、 数字医疗类、 数字教育类、 数字金融类等 ( Weber,
2010) [14] 。 随着数字贸易的不断发展, 相关研究将以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为贸易手段

订购实体货物 (如跨境电子商务) 或以数字技术生产的数字产品为贸易标的 (如

工业机器人、 芯片、 数码相机、 数字电视机、 数码摄像机、 MP3 播放器、 DVD、
VCD

 

等) 的贸易形态也涵盖其中 (López
 

Gonzlez
 

and
 

Ferencz, 2018[15] ; 马述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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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超, 2021[16] ; 刘佳琪和孙浦阳, 2021[17] ); 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方面, 由于数字

技术水平和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差异, 各国制定数字贸易规则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
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 “美式规则” 及其对中国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构建的启示

( Aaronson, 2016[18] ; Burri, 2017[19] ; Malkawi, 2019[20] ; 周 念 利 和 陈 寰 琦,
2020) [21] 。 整体而言, 当前数字贸易较模糊的定义导致其测度较为困难, 因而主要

是通过典型事实论述数字贸易发展可能带来的经济效应, 从实证角度分析其经济效

应远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虽有研究立足 “数字服务贸易”, 基于国别维度对其进行量化, 进而实证发现

数字服务贸易通过增加研发、 服务投入或进口产品种类等渠道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王梦颖和张诚, 2021[22] ; 任同莲, 2021[23] ), 但是上述研究对电子商务或基于

数字技术生产的有形产品关注不够; 而另一类研究虽然立足 “数字贸易”, 基于省

份维度, 选择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应用等一系列二级指标加权测度数

字贸易发展水平, 进而实证发现数字贸易能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提升人力资本等渠

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发挥积极作用 (姚战琪, 2021[24] ), 但不同评估者对二级指

标权重的确定方法和评价侧重点的不同, 难以得到客观的指数。 最为关键的是, 上

述两类研究均基于国别或省份维度来解释数字贸易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 这将

导致存在加总扭曲问题。 李丫丫和潘安 (2017) [25] 、 蔡震坤和綦建红 (2021) [26]

虽然聚焦工业机器人这一数字产品从企业维度开展研究, 但工业机器人并不能全面

覆盖数字产品类别。 以本文所掌握的资料而言, 鲜少有细化到企业层面, 在全面识

别数字产品的基础上开展的研究。
综上所述, 本文希望通过以下五点做出边际贡献: (1) 不同于已有加权测度

国别或省份维度的数字经济 (Nath
 

和
 

Liu, 2017; 卓乘风和邓峰, 2019) 或以企业

互联网化切入数字经济 (卢福财和金环, 2020; 沈国兵和袁征宇, 2020) 的研究,
本文立足企业层面的 “数字贸易” 开展研究。 (2) 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贸易

的概念梳理 ( Borga
 

and
 

Koncz-Bruner, 2012) 及规则制定 ( Malkawi, 2019)。 本

文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和中国通信院对于数字贸易的理论定义并结

合广义数字贸易的特征来量化数字产品进口指标, 进而开展实证分析, 对已有研究

作出边际补充。 (3) 不同于已有聚焦数字服务贸易, 从国别维度来量化 (王梦颖

和张诚, 2021; 任同莲, 2021) 或选择一系列二级指标加权测度 (姚战琪, 2021)
的研究, 本文在全面识别基于数字技术生产的有形数字产品的基础上, 立足企业维

度开展研究。 (4) 刘佳琪和孙浦阳 (2021) 较早基于海关编码系统, 通过关键词

识别法全面提取了数字产品信息, 但我们认为, 其采用数字产品进口额来测度数字

产品进口指标会忽视同一产品编码下, 从不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进口, 数字

产品所蕴含的数字技术差异。 为此, 我们进一步将视角拓展至
 

“进口来源国数字经

济” 来综合构造数字产品进口指标。 (5) 与集中于数字贸易通过研发投入、 服务

投入和进口产品种类等渠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发挥作用的研究不同 (任同莲,
2021; 姚战琪, 2021), 本文认为数字产品进口一方面能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 进

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另一方面通过扩大企业的生产和出口产品种类,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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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削弱了价格和国际市场需求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使得企业更加专注于高技术复

杂度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对已有研究作出补充。

一、 假说提出

(一) 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产品进口是否会成为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呢? 一类研究立

足数字服务贸易, 基于多国双边贸易维度, 采用 UNCTAD 数据库中数字交付服务

或 ICT 服务进口额数据来量化数字贸易指标, 进而实证发现数字贸易能通过增加研

发、 服务投入和进口产品种类等渠道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王梦颖和张诚, 2021;
任同莲, 2021); 一类研究立足边境内数字贸易监管措施, 基于多国—行业或企业

维度, 实证发现严格的跨境数据流动管制措施由于降低了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等原

因, 对行业或企业绩效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 Marel
 

et
 

al. , 2016[27] ; Ferracane
 

et
 

al. , 2020[28] ); 一类研究在此基础上将视角拓展至电子商务和数字技术的应用,
基于省份维度, 从电子商务基础设施、 数字化技术、 数字产业化贸易等 5 个维度选

取 11 个二级指标, 加权测算各省 (区、 市) 的数字贸易水平, 进而实证发现数字

贸易通过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强度等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

(姚战琪, 2021)。
随着研究的不断细化, 一些学者基于企业维度, 聚焦工业机器人这一数字产品

开展研究。 吕越等 ( 2020) [29] 、 刘斌和潘彤 ( 2020) [30] 采用 International
 

Robot
 

Federation 提供的国别-行业维度工业机器人数据, 实证发现工业机器人的运用能通

过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渠道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Acemoglu

 

等 (2020) [31] 基于法国企业维度数据, 实证发现工业机器人的使用能提

高企业增加值; 李丫丫和潘安 (2017)、 蔡震坤和綦建红 (2021) 通过海关产品编

码系统识别出工业机器人产品, 进而实证发现企业进口工业机器人通过技术溢出效

应和降低边际成本效应等促进生产率和出口质量提升。
 

纵观上述研究, 虽然从国别、 省份和企业等不同维度解释了数字贸易如何影响

出口升级, 但获得的结论基本一致, 均肯定了数字贸易对出口升级的积极影响。 基

于此, 立足企业维度, 在全面识别数字产品的基础上来分析数字产品进口对出口技

术复杂度的影响我们很难给予否定的回答。 综上所述, 我们得出如下基准假说。
假说 1: 数字产品进口有助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二) 数字产品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

生产率提升效应是指数字产品进口会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企业运营水平进而促

进生产率提升, 而高生产率带给企业充裕的盈利资金使其有能力支付研发高技术复

杂度产品过程中的成本和产品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 从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提升。
一方面, 数字产品进口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推动企业生产

率提升。 工业机器人等数字产品能直接增加企业内部技术密集型要素的数量和种

类, 并对与之配套的劳动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催生了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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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等高端就业岗位, 并淘汰低技能劳动力, 通过对关键要素的补充

及对落后要素的替代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升了企业生产率; 此外, 应用蕴

含数字技术的数字产品使得企业的生产工具和销售方式进入智能化时代, 如销售端

实现了与客户的多种方式交流, 缩短了与客户之间的距离。
另一方面, 生产率越高的企业盈利能力越强, 使得企业有能力支付研发高技术

产品过程中的成本和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 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Eck

 

and
 

Huber (2016)、 盛斌和毛其淋 (2017) 也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出口高技

术复杂度产品的动机更强。 综上所述, 本文得到第二个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 2: 数字产品进口能通过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三) 数字产品进口的出口产品多样化效应

出口产品多样化效应是指数字产品进口会使得企业突破其传统要素投入的限

制, 增加生产和出口产品种类, 进而削弱价格及国际市场需求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并获得相对稳定的出口利润, 使得企业更加专注于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生产和

出口。
数字产品进口能增加企业出口产品种类。 相关研究基于贸易自由化或中间品进

口角度, 实证发现较低的贸易成本通常与出口多样化相伴 (Dennis
 

and
 

Shepherd. ,
2011) [32] , 中国企业中间品进口对其出口扩展边际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康志勇,
2015) [33] 。 伴随着数字产品的进口, 企业将有效突破传统要素投入的限制, 新增智

能化和信息化的数字投入。 要素投入的多样化使其在原有产品种类的基础上增加生

产和出口产品种类。
进口产品多样化引致的成本下降和技术溢出等效应 ( Bas

 

and
 

Strauss -Kahn,
2014[34] ; Halpern

 

et
 

al. , 2015[35] ; 何欢浪等, 2021[36] ) 对我国出口企业突破技

术瓶颈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之类似, 一类研究认为出口产品多样化具有多元组合效

应, 能有效减少外部经济波动的干扰, 同时降低贸易条件恶化时带来的不确定性风

险, 进而使得产品出口及外贸收入得以保证 ( Feenstra
 

and
 

Kee, 2008[37] ; Ham-
mouda

 

et
 

al. , 2010[38] ; 易靖韬和蒙双, 2017[39] )。 而盈利能力的提高使得企业有

更多的资金以获取更多样、 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 (任同莲等, 2021), 且有助于支

撑企业前期大额的研发投入来进行出口技术升级。 综上所述, 本文得到第三个待检

验的假说。
假说 3: 数字产品进口能通过出口产品多样化效应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二、 研究设计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考察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ESIft =α0 +α1 lnDigeft +α2X ft +βf +βt +εft (1)

 

其中, 被解释变量 ESIft 表示企业 f 在 t 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 核心解释变

量 lnDigeft 表示企业 f 在 t 年的复合数字产品进口指标; X ft 为企业级控制变量集合,
包括: ①企业规模 ( lnsize) , 使用企业年末就业人数取对数来表示; ②企业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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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age) , 使用当年年份与开业成立年份差值取对数来表示; ③ 资本密集度

(lnkdes) , 采用企业固定资产总额与雇员总数的比值取对数来表示; ④融资约束

(lnfina) , 采用企业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总额的比值加 1 取对数来表示, 该值越

大, 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越小; ⑤企业利润 ( lnprof) , 采用企业利润总

额与销售产值的比值加 1 取对数来表示。 βf 和 βt 分别代表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

效应, εft 为随机扰动项。
(二) 核心变量测度

1. 因变量: 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参考 Hausmann 等 (2007) [40] , 本文首先使用 UN
 

Comtrade 数据库中提供的

2000—2013 年多国 HS6 位码产品出口数据, 计算出产品 p 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Prodyp :

Prodyp = ∑
d

xpd / Xd( )

∑
d

xpd / Xd( )
×gdpd (2)

其中, xpd 表示国家或地区 d产品 p的出口额; Xd 表示国家或地区 d的总出口额;
gdpd 表示国家或地区 d 的实际人均 GDP,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我们根

据公式 (2) 测算出的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和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 f 对于产品 p
的出口份额, 加权得到 ESIf :

ESIf = ∑
p

xpf / X f( ) ×Prodyp (3)

尽管上述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是相关研究认为没有考虑到同一 HS6 位码

产品分类内出口产品在质量方面的差异。 据此, 我们采用如下两种方法修正:
 

借鉴

盛斌和毛其淋 (2017), 首先, 采用产品的单位价值来衡量该产品的质量水平: qpd

=pricepd / ∑
d

(μpd ×pricepd) 。 其中, pricepd 表示国家或地区 d 产品 p 的出口价格, μpd

表示国家或地区 d 产品 p 的出口占世界产品 p 总出口的比重。 我们将上述质量因子

纳入产品技术复杂度的计算公式中, 即 Prodyadj
p = qpd( ) λ ×Prodyp , 将 λ 设定为 0. 2。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 f 对于产品 p 的出口份额加权测算

质量调整后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ESI1
f ) ; 参考许家云等 (2017) [41] , 采用需求

信息回归推断法, 基于年份—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地维度测算产品 p 的质量, 并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 f 对于产品 p 的出口份额加权测算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ESI2
f ) , 将其作为 ESIf 的代理指标。 此外, 考虑到出口额中可能包含了大量高技

术的进口中间品 (齐俊妍和王岚, 2015) [42] , 本文继而剔除加工贸易出口企业, 仅

采用一般贸易出口额测度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ESI3
f ) 。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产品进口

关于复合数字产品进口 ( lnDige) 指标的测度, 已有研究多从三个视角测算:
一是基于国别维度, 选择 UNCTAD 数据库中数字交付服务或 ICT 服务进口额数据

来量化 (王梦颖和张诚, 2021; 任同莲, 2021); 二是基于省份维度, 选择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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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基础设施等一系列二级指标加权测度 (姚战琪, 2021); 三是采用海关产品编码

系统来识别工业机器人这一数字产品 (蔡震坤和綦建红, 2021)。 与上述研究不

同, 本文基于刘佳琪和孙浦阳 (2021), 全面识别数字产品并从企业维度开展研

究。 但刘佳琪和孙浦阳 (2021) 采用数字产品进口额来测度虽然考虑到了数字产

品能通过其购买量的多少对企业生产及出口产生影响, 但对于同一海关编码下数字

产品本身所蕴含的数字技术即所处的出口进口来源国数字经济环境对进口国企业生

产及出口产生的影响关注不够, 因而我们对刘佳琪和孙浦阳 (2021) 的数字产品

进口指标进行改进。
具体测算思路为: 首先, 根据 2020 年 OECD① 公布的数字贸易测算手册和中

国通信院公布的 2015—2019 年 《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本文将数字产品划分为

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 基于有形产品提取出 25 个关键词②, 继而在剔除贸易代理

商的基础上, 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产品的中文名称, 通过 25 个关键词识别出数

字产品; 其次, 依据 《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 (2020 版) 》 中的子目注释,
剔除掉包含上述关键词但不属于数字产品的商品; 最后, 基于 2020 年 OECD 公布

的 ICT 产品, 合并前述识别出的数字产品, 并结合进口来源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 构造如下企业层面复合数字产品进口指标:

Digeft = ∑
d

Mdige
fdt

Mtotal
ft

×NRIdt (4)

Digeft 表示 f企业在 t年的数字产品进口; Mdige
fdt 表示 t年企业 f从国家或地区 d 进

口的数字产品额, Mtotal
ft 为 t 年企业 f 的总进口额; 参考党琳等 (2021) [43] , 本文选

择网络就绪指数 NRIdt (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 NRI) 来衡量 d 国的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 该指数来自相关年份 《全球信息技术报告》。 由于 2004 和 2005 年关于测

算 NRI 的子指数被标准化后进行加权, 故将 2004 和 2005 年样本剔除。 本文将

Digeft 加 1 取对数测度复合数字产品进口指标 (lnDige) 。
(三) 数据来源及处理

为得到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产品进口、 企业级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等相

关指标,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中国海关

贸易数据库。 我们将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的月度数据加总为年度数据, 进而将工

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首先通过企业名称进行匹配, 而后通过邮政编码加

电话号码后七位的方法再次匹配, 基于该匹配数据库来测算相关变量。 在对中国工

业企业和海关贸易匹配数据进行上述处理后, 来测度相关变量, 并采用 winsor2 命

令, 对上下 1%的异常值进行缩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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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2020 年 《Handbook
 

on
 

Measuring
 

Digital
 

Trade》
具体包括智慧、 软件、 远程、 电视、 VCD、 系统、 装置、 机器人、 雷达、 移动、 智能、 电子、 机、 自

动生产线、 机器、 数字、 数码、 自动、 设备、 人工智能、 广播、 数控、 通信、 计算机、 数据、 DVD。



三、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经验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1 报告了根据计量模型式 (1) 对企业层面的复合数字产品进口和出口技术

复杂度等变量进行回归的基准结果。 第 (1) — (6) 列中, 本文逐步加入了企业

规模、 企业年龄等控制变量, 可以看出, 尽管 lnDige 的估计系数大小发生了轻微

变化, 但符号仍为正, 且仍在 1%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企业进口数字产品的确有利

于提升其出口技术复杂度。 由此, 本部分与本文的理论预期即假说 1 相符, 得出数

字产品进口提升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结论。
控制变量来看, 企业规模 (lnsize) 在 1%水平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规模越大, 越能促进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企业年龄

(lnage)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是一个动态过程, 随着企业年

龄的老化, 其固有的生产模式和管理经验对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阻碍作用; 企业利

润 (lnprof) 、 企业融资约束 (lnfina) 回归不显著, 说明其在本样本中对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影响较小; 企业资本密集度 ( lnkdes) 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 表明资本密集的的提高会使得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得到提升。

表 1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基准回归

被解释变量: ESI (1) (2) (3) (4) (5) (6)

lnDige 　 0. 0736∗∗∗ 　 0. 0673∗∗∗ 　 0. 0649∗∗∗ 　 0. 0650∗∗∗ 　 0. 0676∗∗∗ 　 0. 0682∗∗∗

(0. 0170) (0. 0171) (0. 0171) (0. 0188) (0. 0221) (0. 0224)

lnsize 0. 1312∗∗∗ 0. 1430∗∗∗ 0. 1665∗∗∗ 0. 3012∗∗∗ 0. 2780∗∗∗

(0. 0283) (0. 0286) (0. 0339) (0. 0557) (0. 0562)

lnage -0. 1136∗ -0. 1241∗ -0. 1629∗∗ -0. 1677∗∗

(0. 0622) (0. 0660) (0. 0771) (0. 0783)

lnprof
-0. 3589 -0. 1567 -0. 1999
(0. 3397) (0. 4229) (0. 4308)

lnkdes 0. 1172∗∗ 0. 1102∗∗

(0. 0472) (0. 0483)

lnfina
-0. 2192
(0. 6784)

_ cons 18. 6841∗∗∗ 17. 9101∗∗∗ 18. 0962∗∗∗ 17. 7973∗∗∗ 16. 0974∗∗∗ 16. 1771∗∗∗

(0. 0216) (0. 1671) (0. 2035) (0. 2328) (0. 5024) (0. 5105)

观测数 133
 

878 132
 

973 132
 

158 110
 

891 82
 

575 79
 

790

R2 0. 0003 0. 0006 0. 0007 0. 0008 0. 0014 0. 0012

注: (1)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2) ∗∗∗ 、∗∗ 、∗ 分别表示在 1%、 5%、 10%的显著性水平;
(3)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 下同, 后文表格不再赘述。

(二) 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重新测度 ESI 和 lnDige , 并代入计量模型式 (1) 重

新回归。 具体来说: (1) 更换 ESI 的测度方法, 对出口技术复杂度采用前文介绍

的三种不同的方法来测度, 回归结果见表 2; (2) 更换 lnDige 的测度方法。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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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考虑进口来源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NRI), 采用企业数字产品进口金额取

对数, 企业数字产品进口份额 (企业进口的有形数字产品金额占其总进口金额的

比重) 取对数来分别测算核心解释变量, 回归结果见表 3 的列 (1) — (4); 此

外, 相较于本文定义的数字产品而言, ICT 产品的数字技术特征更加明显, 故而本

部分聚焦企业进口的 ICT 产品, 采用有形的 ICT 产品进口额取对数来测算核心解释

变量, 回归结果见表 3 的列 (5) — (6)。 将表 2 和表 3 与表 1 回归结果相比较发

现, lnDige 对 ESI 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基本无变化, 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2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因变量指标替换

被解释变量:
出口技术复杂度

ESI1
f ESI2

f ESI3
f

(1) (2) (3) (4) (5) (6)

ln Dige 0. 0686∗∗∗ 0. 0513∗∗ 0. 0036∗∗∗ 0. 0033∗∗∗ 0. 1453∗∗∗ 0. 1032∗∗∗

(0. 0183) (0. 0238) (0. 0005) (0. 0006) (0. 0366) (0. 0382)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观测数 133
 

878 79
 

790 133
 

878 79
 

790 46
 

537 37
 

728

R2 0. 0002 0. 0007 0. 0008 0. 0107 0. 0005 0. 0022

表 3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自变量指标替换

被解释变量:
ESI

数字产品进口额取对数 数字产品进口份额取对数 ICT 产品进口额取对数

(1) (2) (3) (4) (5) (6)

ln Dige 0. 0316∗∗∗ 0. 0224∗∗ 0. 1835∗∗ 0. 0245 0. 0343∗∗∗ 0. 0399∗∗

(0. 0076) (0. 0101) (0. 0896) (0. 1181) (0. 0074) (0. 0183)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观测数 133
 

881 79
 

792 133
 

881 79
 

792 273
 

223 79
 

792

R2 0. 0002 0. 0011 0. 0001 0. 0010 0. 0002 0. 0011

(三) 内生性检验

本文的内生性来源之一是数字产品进口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会有互为因果的

关系。 我们主要采用工具变量法来消除上述存在的反向关系, 工具变量数字产品进

口关税的计算公式为:

τft = ∑
p∈f

(
valuefp

—————————

∑
p∈f

valuefp
—————————)τpt (5)

其中, τft 为企业 f 在 t 年数字产品进口的工具变量; valuefp
-

表示样本期内, 企业

f 对数字产品 p 的平均进口额; τpt 为产品 p 在 t 年的关税税率, 数据来自 WTO 的

Traiff
 

Download
 

Facility 数据库。 回归结果展示在表 4。 列 (1) — (3) 为 2SLS 的

估计结果。 从中看出, Underidentification
 

test (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得

到 LM 统计值的 p 值均小于 0. 05, 强烈拒绝 “不可识别” 的原假设;
 

Weak
 

ident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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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on
 

test 得到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值和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值均

远高于 Sock-Yogo 弱工具变量检验 (零假设是弱工具变量) 的 10%临界值 16. 38,
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在采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 lnDige 对 ESI 依然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考虑到出口技术复杂度持续性的动态变化过程中, 变量的滞后

性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表 4 的 (4) — (6) 列汇报了数字产品进口 ( lnDige)
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 从中看出, lnDige 滞后一期对 ESI 依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支持基准回归结果。

表 4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内生性问题

被解释变量: ESI
2SLS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1) (2) (3) (4) (5) (6)

ln Dige 0. 3391∗∗∗ 0. 3000∗∗ 0. 3813∗∗ 0. 0596∗∗∗ 0. 0579∗∗ 0. 0866∗∗

(0. 1209) (0. 1250) (0. 1825) (0. 0213) (0. 0237) (0. 0364)
X1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X2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Kleibergen-Paap
 

rk
 

LM 1
 

090. 961∗∗∗ 1
 

037. 151∗∗∗ 556. 177∗∗∗

Cragg-Donald
 

Wald
 

F
 

2
 

483. 793 2
 

322. 129 965. 796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617. 125 586. 257 352. 075

观测数 133
 

878 132
 

158 79
 

790 80
 

291 64
 

431 36
 

732

注: X1 表示 lnsize 、 lnage 变量集合, X2 表示 lnkdes 、 lnfina 、 lnprof 变量集合。

(四) 机制检验

为验证前文假说 2 和假说 3, 本文运用如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Varft =β0 +β1 lnDigeft +β2X ft +βf +βt +εft

 (6)
　 　 　 　 ESIft =γ0 +γ1 lnDigeft +γ2Varft +γ3X ft +βf +βt +εft (7)
其中, Varft 依次选取生产率 (lnTFP ft) 和出口产品种类 (lnNUMft) 。 lnTFP ft 采

用 LP 方法来测度; lnNUMft 则采用该年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量之和取对数来测度。
若式 (6) 中的估计系数 β1 和式 (7) 中的估计系数 γ2 同时显著且符合预期, 表明

lnDige 能通过中介变量 (Var) 影响到 ESI 。 表 5 中第 (1) — (4) 列检验 “生产

率提升效应” 的回归结果显示, β1 和 γ2 显著为正, 说明 lnTFP 是数字产品进口促

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渠道之一, 由此, 支持了前文假说 2, 即数字产品进

口会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 而高生产率带给企业充裕的盈利资金使其有能力支付研

发和出口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过程中的成本, 从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同

样, 列 (5) — (8) 中的结果显示 β1 和 γ2 也显著为正, 说明 “促进出口产品多样

化” 也是数字产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渠道之一, 支持了前文假说 3,
即数字产品作为企业独特的要素投入, 其进口将使企业突破传统要素投入的限制,
增加企业的生产和出口产品种类, 进而削弱价格及国际市场需求波动的负面影响以

获得相对稳定的出口利润, 使得企业更加专注于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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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机制检验

变量

生产率提升效应 出口产品多样化效应

ln TFP ESI ln TFP ESI ln NUM ESI ln NUM ESI

(1) (2) (3) (4) (5) (6) (7) (8)

lnDige 　 0. 0265∗∗∗ 　 0. 0655∗∗∗ 　 0. 0158∗∗∗ 0. 0402 　 0. 0421∗∗∗ 　 0. 0688∗∗∗ 　 0. 0457∗∗∗ 　 0. 0629∗∗∗

(0. 0028) (0. 0223) (0. 0034) (0. 0286) (0. 0023) (0. 0170) (0. 0030) (0. 0223)

lnTFP 0. 2238∗∗∗ 0. 2294∗∗∗

(0. 0525) (0. 0768)

lnNUM 0. 1157∗∗∗ 0. 1152∗∗

(0. 0359) (0. 0465)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观测数 56
 

345 56
 

345 29
 

095 29
 

095 133
 

878 133
 

878 79
 

790 79
 

790

R2 0. 0029 0. 0011 0. 0786 0. 0032 0. 0054 0. 0005 0. 0253 0. 0014

四、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地区、 行业、 企业及数字产品自身的特征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方式和

效益, 进而使得数字产品进口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果有所差异。 因此, 本部

分将回归模型设置如下:

　 　 ESIft =α0 +α1 lnDigeft × ∑
2

n = 1
heter_ dumpn +α2X ft +βf +βt +εft (8)

其中, heter_ dumpn 代表某一异质性分析下第 n 类的二元虚拟变量, n 取值为 1
或 2。 α1 为我们感兴趣的系数向量。 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前文一致。 相应结果汇报于

表 6。
1. 考虑地区异质性

前文在构建企业层面复合数字产品进口指标时, 我们参考了党琳等 (2021)
的做法, 即加入了进口来源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以反映同一海关编码下数

字产品本身所蕴含的数字技术即所处的进口来源国数字经济环境对进口国企业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考虑到中国企业进口数字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效应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进而产生异质性的出口复杂度效

应。 因而本部分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 《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

发展指数白皮书》 中的我国 31 个省 (区、 市) 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将企业所处

地区分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 低两类, 并分别生成对应的虚拟变量 High 和

Low①。 异质性分析结果展示在表 6 的列 (1), 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有

显著促进作用。 原因可能是受制于不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环境或相关基础设

施因素, 企业对于进口数字产品的技术吸收和生产率提升效应均有较大差异,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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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 15 个, 包括广东、 北京、 江苏、 浙江、 上海、 山东、 福建、 四川、 河

南、 湖北、 河北、 湖南、 安徽、 重庆、 江西。 其余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



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有所差异。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由于发展数

字贸易的数字基础较为薄弱 (如互联网普及率较低、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完善、
缺少一批有竞争力的平台企业、 高端数字化人才缺乏), 有限的条件并不能完全释

放数字贸易带来的数字技术和生产率转化效应, 进而效果不显著。
2. 考虑行业异质性

(1) 区分行业要素密集度。 我们将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

业①, 并分别生成对应的虚拟变量 K 和 L 。 异质性分析结果展示在表 6 的列 (2),
即数字产品进口均显著提升了上述两类行业内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但资本密集型

行业的促进效应更大。 原因可能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技术水平较低, 对工业机

器人等蕴含较高技术水平的数字化投入要求较低, 因而对数字产品进口的依赖度不

高, 限制了技术密集型的数字产品对该行业内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推动作用, 相

较而言, 资本密集型行业由于其本身具有的智慧化、 智能化和自动化管理理念及与

其机器设备等资本相匹配的高素质劳动力, 从而具备数字产品发挥作用的温床, 因

而能通过发挥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及出口产品多样化的积极效应, 进而促进

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2) 区分行业竞争程度。 我们按照赫芬达尔指数②获知每个行业的竞争程度,

并基于赫芬达尔指数的中位数将行业分为高竞争程度和低竞争程度两组, 进而生成

对应的虚拟变量 HHIl 和 HHIh 。 异质性分析结果展示在表 6 的列 (3), 即数字产品

进口均显著促进了上述两类行业内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但是, 竞争程度较

低的行业提升效应较大。 原因可能是由于企业进行技术升级的前期需要大量的研发

投入资金来支持, 竞争程度的提高使得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 不利于企业积累资金

进行研发创新以支持其技术升级, 故而数字产品进口对竞争程度高的行业内企业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较强; 垄断会使得企业由于其竞争优势积累一定的资金进

行研发创新, 以支持其技术升级, 因而数字产品进口对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内企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应较强。
3. 考虑企业异质性

(1) 区分企业所有制。 我们将海关数据库中的国有企业、 准国有的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归为本土企业, 将外商独资、 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这三类企业

归为外资企业, 并分别生成对应的虚拟变量 S 和 W 。 异质性分析结果展示在表 6
中的列 (4), 即数字产品进口均显著促进了上述两类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但是本土企业的提升效应较大。 可能的原因是本土企业尤其是私营和民营企业没有

先天的技术优势, 在面对激烈的出口市场竞争时, 会比外资企业更加致力于提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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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医药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

器仪表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其余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②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下两位码行业 j 的赫芬达尔指数 ( HHIjt ) 的计 算 公 式 为: HHIjt = ∑
f∈j

( saleft / ∑
f∈j

saleft)
2 ,其中, saleft 为企业 f 在 t 年的工业销售产值, 该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术水平以获取生存空间。
(2) 区分企业创新水平。 我们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新产品产值这一变量每

年的中位数, 将企业分为创新水平较高和创新水平较低两组, 并分别生成对应的虚

拟变量 INOh 和 INOl , 异质性结果展示在表 6 中的列 (5), 即数字产品进口显著促

进了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创新水平较低

的企业吸收数字产品进口带来的复杂系统的知识技能较为困难, 高端的数字产品与

自身低水平的研发水平和较低的劳动力素质可能无法完全融合, 因而数字产品进口

的促进效应较弱。
4. 考虑数字产品异质性

为了厘清数字中间品进口和数字资本品进口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差异化影响, 我

们使用来自联合国统计局的 BEC-HS 对照表, 根据 BEC 分类标准对数字产品种类

进行划分, 找到对应的数字中间品 (ZlnDigeft  ) 和数字资本品 (
 

KlnDigeft) , 分析

二者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差异。 回归结果展示在表 6 的第 (6) 列。 从中

可以看出, 数字资本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显著, 而数字中间品

不显著。 原因可能在于数字资本品等机器设备蕴含的数字技术较为丰富, 反观数字

中间品进口企业, 往往充当着 “加工车间” 的作用, 数字技术的吸收和促进效应

相对较弱。 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在研发水平和劳动力素质方面高于其他类型企业,
因而能够更好地吸收数字产品进口带来的新技术, 进而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

提升。

表 6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lnDige
× High

　 0. 0753∗∗∗ lnDige
× K

　 0. 1314∗∗∗ lnDige
×HHIh

　 0. 0773∗∗∗ lnDige
× S

　 0. 1143∗∗ lnDige
×INOh

　 0. 1493∗∗∗
KlnDige 　 0. 0284∗∗

(0. 0256) (0. 0306) (0. 0255) (0. 0516) (0. 0448) (0. 0138)
lnDige
× Low

0. 0548 lnDige
× L

0. 0394∗ lnDige
×HHIl

0. 0597∗∗ lnDige
× W

0. 0748∗∗∗ lnDige
×INOl

0. 0153
ZlnDige

-0. 0214
(0. 0349) (0. 0231) (0. 0248) (0. 0256) (0. 0269) (0. 017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79
 

790 79
 

790 79
 

790 63
 

714 37
 

036 39
 

675

R2 0. 0012 0. 0015 0. 0013 0. 0015 0. 0025 0. 0008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探讨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 并在全面识

别数字产品的基础上, 考虑 “进口来源国数字经济” 综合构造数字产品进口指标,
继而匹配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数据对相关命题进行实证检验,
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数字产品进口通过 “提升企业生产率” 和 “促进出口产品

多样化” 两种渠道提升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异质性分析发现, 该作用效果在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 劳动密集型和竞争程度高的行业、 本土和创新水平高

的企业、 数字资本品的进口中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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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经验上证明
 

“以进口强出口” 的发展模式仍然合理, 对新时期评估中国

“数字贸易” 政策的经济效益有着重要意义。 一是进一步鼓励数字产品进口, 推动

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大力发展数字贸易, 维护双边、 多边贸易关系, 为

国内企业搭建多样化的数字产品进口平台。 二是数字产品进口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

竞争程度低的行业中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应较大, 这意味着未来 “以

进口强出口” 的重点要聚焦上述行业。 此外, 数字产品技术的发挥受制于不同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环境或相关基础设施因素, 因而, 政府应帮助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三是需重视培养本土企业和创新水平高的企

业国际采购经验, 尤其是对于蕴含丰富数字技术的数字资本品, 以更好地发挥

“以进口强出口” 的带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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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Digital
 

Product
 

Import
 

Affect
 

the
 

Export
 

Technology
 

Complex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YU

 

Huan　 YAO
 

Li　 HE
 

Huanla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product
 

import
 

on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enterprise
 

export,
 

considered
 

the
 

“ digital
 

economy
 

of
 

import
 

source
 

country”
 

to
 

comprehensively
 

construct
 

the
 

import
 

index
 

of
 

digital
 

products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identification
 

of
 

digital
 

products,
 

and
 

then
 

empirically
 

tested
 

the
 

relevant
 

propositions
 

by
 

matching
 

data
 

between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customs
 

trade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13.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export
 

technolo-
gy

 

complexity
 

of
 

enterprises
 

has
 

been
 

promoted
 

by
 

the
 

digital
 

product
 

import;
 

(2)
 

Fur-
ther,

 

the
 

import
 

of
 

digital
 

products
 

has
 

increased
 

the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
 

enterprises
 

export
 

mainly
 

through
 

two
 

channels:
 

improving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and
 

pro-
mo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xport
 

products;
 

(3)
 

By
 

distinguish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regions,
 

industries,
 

enterprises
 

and
 

products,
 

th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regions
 

where
 

there
 

are
 

higher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in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lower
 

competitive
 

ones,
 

in
 

local
 

enterprises
  

or
 

that
 

witch
 

higher
 

innovation
 

level,
 

and
 

in
 

products
 

which
 

always
 

come
 

from
 

the
 

import
 

of
 

digital
 

capital
 

goods. The
 

paper
 

empiri-
cal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strengthening
 

exports
 

with
 

imports”
 

is
 

still
 

reasonable,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evaluat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Chinas
 

“digital
 

trade”
 

polic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Import
 

of
 

Digital
 

Products;
 

Export
 

Technology
 

Complexity;
 

Productivity;
 

Diversification
 

of
 

Expor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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